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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

利益风险、刻板印象与公共态度

———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

蒋和超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本文利用 ７ 省 １３ 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检验了利益风险感、刻板印象与城

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利益风险感和刻板印象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城市居民的利益风险感越高或者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越

负面，其对农民工入户政策就越可能持反对的态度。 同时，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异，利益风险感的

影响在经济较发达的珠 ／ 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并且感知的利益威胁大于现实的利益威胁；而刻板印

象的影响没有地区差异，并且其作用程度大于利益风险感。 这表明改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面刻

板印象，树立农民工积极正面的形象将会极大地提高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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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众对待移民和移民政策的态度一直是西方移民研究的两大经典议题，藉此形成的学术成

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农民工研究。 与欧美等国的外来移民相似，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也经常遭

受当地城市居民的排斥，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已经不再是

两个群体的社会交往问题，农民工作为城市的“新市民” ，它的实质是城市“老市民”与城市“新

市民”的社会融合问题，所以有关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和农民工政策态度的研究也是事关社会

融合、事关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在国内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对这两个议题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 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紧

迫性，相关研究大多都把关注焦点聚集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层面，并从接纳意愿 ［１－２］ 、
群际接触 ［３－５］ 与社会距离 ［６－８］ 等维度对两者的融合程度进行了细致的测量。 但城市居民对农民

工政策的态度这一议题却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城市居

民与农民工的群体冲突没有欧美等国家的族群冲突那么激烈，即使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存在一定

程度的群体冲突往往也只是个体性的、局部性的，没有达到寻求国家政策解决的程度；其二，以
往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大多是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性政策，即使国家和地方政府近期出台的旨

在服务农民工的社会政策也很少威胁到城市居民的现实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关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政策的态度在中国就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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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和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而这就有可能彻底激发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体矛盾和利益冲突。 那

么，当前城市居民对与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它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是否存在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化解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群体冲突和矛盾，促进两者的社会融合，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

内农民工研究领域的拓展。 本文主要以农民工入户政策为例，来探讨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政策

的态度及其决定性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

有关移民政策公共态度的理论解释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存在两大互相竞争的视角：一是资源

竞争的视角，它关注利益风险感，包括现实的利益威胁和感知的利益威胁，现实的利益威胁是指

真实存在的利益威胁，比如工作竞争 ［９］ ，而感知的利益威胁是指感受到的利益威胁，比如外群体

的相对规模 ［１０］ ；二是符号冲突的视角，它关注文化符号，从族群刻板印象的角度着手研究，族群

刻板印象是指当地居民感知到的外来移民的族群形象，比如富有还是贫困、勤奋还是懒惰、聪明

还是无知以及暴力倾向性、福利依赖性、爱国情怀等等 ［１１－１３］ 。 一般地，当地居民的利益风险感

越强，越可能持限制移民政策的态度；族群刻板印象越负面，也越可能持限制移民政策的态度。
（一）移民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利益风险

从资源竞争角度开展的研究强调工作竞争、当地经济环境和外群体相对规模的重要性。 社

会学家布鲁默在群体威胁理论中指出，当内群体占据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受到外群体威胁时，内
群体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排斥外群体，其中群体偏见和反移民是最为突出的两个表

现 ［１４］ 。 Ｂｏｂｏ 和 Ｑｕｉｌｌｉａｎ 进一步将布鲁默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细化，Ｂｏｂｏ 强调外群体给内群体带

来的现实利益威胁 ［１５］ ，并将其操作化为因外群体导致的工作竞争 ［９］ ；Ｑｕｉｌｌｉａｎ 则强调外群体给

内群体带来的非现实利益威胁，并将其操作化为内群体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外群体的相对

规模 ［１０］ 。
首先，工作竞争与移民政策的公共态度。 Ｂｏｂｏ 和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 较早对当地居民是否会因为工

作竞争而反对外来移民的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通过分析 １９９２ 年洛杉矶社会调查数据，他们发

现工作竞争不仅是美国白人排斥黑人移民、拉美移民和亚洲移民的重要原因，还是美国白人反

对外来移民的最主要根源 ［９］ 。 后续研究将工作竞争的影响从反移民转向了反移民政策，并且发

现工作竞争会显著影响当地居民反移民政策的态度，如果调查对象认为外来移民从事的工作与

自己从事的工作存在竞争，那么他们支持限制外来移民政策的可能性就会显著更高 ［１６－１７］ 。 其

中，Ｍａｙｄａ 运用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西欧各国等 ２２ 个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调查和世界价

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还发现，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工作竞争主要集中在低技

术、低收入的行业，那些从事低技术工作的当地居民会因为面临外来移民激烈的工作竞争而产

生强烈的反感情绪，支持限制移民的政策 ［１６］ 。 Ｓｃｈｅｖｅ ＆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基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也发

现美国的低技术工人也会比其他群体显著偏好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 ［１７］ 。
其次，感知的利益威胁与移民政策的公共态度。 Ｑｕｉｌｌｉａｎ 最早关注了外群体给内群体带来

的非现实利益威胁，基于 １９８８ 年在 １２ 个欧洲国家开展的民意调查数据，他发现在经济环境越

差的国家，当地居民反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就会越强烈；外来移民的相对规模越大，当地居民的反

移民态度也会越强 ［１０］ 。 此后，当地经济环境和外群体相对规模便成为了国外学者探讨内群体

反对外来移民的两个重要因素。
有关经济环境与反移民态度的经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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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与限制移民政策的公共态度之间还存在政治放大效应，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曾出现过

把外来移民当作经济衰退替罪羊的舆论风波，并促使限制外来移民社会政策的最终出台。 比

如，Ｃｉｔｒｉｎ ｅｔ ａｌ．基于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４ 年美国选举调查数据的研究就曾发现了在国家经济环境好

的时期和国家经济环境差的时期，美国居民的反移民情绪是显著不同的，在国家经济环境差的

时期，美国居民的反移民态度会显著更高 ［１８］ 。 Ｂｕｒｎｓ ＆ Ｇｉｍｐｅｌ 基于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６ 年美国选举

调查数据的研究还发现国家经济运行状况对反对移民政策的影响甚至会比个体和家庭经济状

况的影响还更显著，作用程度更大 ［１９］ 。 这些研究一致表明，经济环境是影响公众对待移民政策

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关外群体相对规模与反移民态度之间的联系并未得到经验研究的一致支持。 Ｈｊｅｒｍ 基于

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现实的外群体规模还是感知的外群体规模对欧洲居民的

反移民态度均没有显著影响 ［２０］ 。 但是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使用该数据进行的研究却发现，外群体相对规

模对反移民态度的影响是存在的，只是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竞争而不是经济竞争发挥作用

的 ［２１］ 。 Ｍｃｌａｒｅｎ ＆ Ｊｏｈｎｓｏｎ 基于英国社会态度调查、Ｇｅｒｂｅｒ ｅｔ ａｌ．基于网络调查的研究发现，当地

居民不仅会因为担忧国家经济运行状况而排斥外来移民，支持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而且还会

因为害怕外来移民的增加会威胁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增加他们的税费负担，提高当地的物

价，带来较高的犯罪率等社会问题而偏好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 ［２２－２３］ 。
在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这种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就恰似西方国家的当地居民

与外来移民的关系。 在新型城镇化、鼓励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与欧美等国家

的本地居民一样也可能会因为与农民工的工作竞争、农民工的相对规模和当地的经济环境而反

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因而，从资源竞争的角度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城市居民的利益风险感越强，其对农民工入户政策就越可能持反对态度

假设 １ａ：与农民工存在工作竞争的城市居民越可能对农民工入户政策持反对态度

假设 １ｂ：在经济环境越差的城市，城市居民越可能对农民工入户政策持反对态度

假设 １ｃ：在农民工相对规模越大的城市，城市居民越可能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二）移民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刻板印象

从符号冲突的角度开展的研究强调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符号差异，并指出当地居民偏好限制

移民的政策是因为他们认为外来移民是与当地居民不一样的，常常将外来移民视为劣等的、异
类的人群，并形成了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两大理论 ［９－１０，２４］ 。 然而，不管是内群体偏好还是

外群体偏见，其表现形式实际上都是刻板印象，不同的是内群体偏好侧重强调的是对内群体的

正面刻板印象，而外群体偏见侧重强调的是对外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 相关研究发现，内群体

对外来移民的负面刻板印象不仅会影响其偏好限制移民的政策 ［１２－１３，１９］ ，而且内群体对外来移民

的负面刻板印象还会显著影响其对外来移民犯罪率 ［２５－２６］ 、福利依赖性 ［２７］ 的判断。
就当地居民偏好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而言，Ｂｕｒｎｓ ＆ Ｇｉｍｐｅｌ 最早发现负面刻板印象是比个

体和国家经济利益更重要的决定移民政策偏好的影响因素 ［１９］ 。 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勤奋－
懒惰” “聪明－愚蠢”两个语义量表来测量刻板印象，结果发现那些对黑人和西班牙人持负面刻

板印象的美国人会比那些持正面刻板印象的美国人更显著地倾向于偏好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
并且负面刻板印象对移民政策偏好的作用程度还大于个人和国家经济因素的作用程度。 Ｌｕ ＆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 Ｃｒｏｔｔｙ 使用 ２０００ 年的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估计了美国人对西班牙人负面刻板印象如何

影响移民政策偏好，结果发现负面刻板印象不仅对美国人支持限制西班牙人的移民政策具有显

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中介分析结果还显示以往有关负面刻板印象对移民政策偏好的影响被低估

了，因为刻板印象会通过其他变量发挥作用 ［１２］ 。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 ｅｔ ａｌ．检验了美国人对中东移民、亚
洲移民、欧洲移民和拉美移民的刻板印象与移民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对拉美移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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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刻板印象会显著影响美国人偏好限制拉美移民的政策 ［１３］ 。
在中国，负面刻板印象可能同样是城市居民反对农民工入户政策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中国

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城乡对立的观念，比如城市代表了文明，而乡村代表了野蛮和未开化。
正是如此，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工不仅是外来者，还是乡下人，这会使城市居民将农村的诸

多不好形象映射到农民工身上，表现出负面的刻板印象。 因而，笔者认为如果城市居民对农民

工群体形成了比较负面的刻板印象，那么他们也会更加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相反地，如果城

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持有比较正面的刻板印象，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支持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据

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越正面，越可能支持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户籍限制放开背景下促

进农民工中小城市社会融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研究” ，课题组 ２０１４ 年 ７—８ 月在山东、陕西、江
苏、浙江、湖南、贵州和广东等 ７ 个省份的 １３ 个城市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点兼顾东中西部和南

北分布，既有经济发达、农民工高度聚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农民工相对密

度较低的内陆地区。 除了广东省以广州市作为调查点，其他省份各选取了一个地级中等城市、
一个县级小城市，共计 １３ 个城市。

抽样方式为多阶段分层抽样，具体步骤是：第一，确定街道和社区，每市至少调查两个街道，
每个街道调查 ５ ～ １０ 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调查 ５ 个人；第二，在社区根据户籍名单随机抽取；
第三，遇到空户、不在家、拒访等情况，替代顺序是对门邻居—隔壁邻居（先左后右）—楼上—楼

下—隔壁单元；第四，对于空户、不在家和拒访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登记说明；第五，调查在周

末进行，避免工作时间人员外出的样本偏差。 样本量分配规则是，地级市调查 １００ 人，县级市调

查 ８０ 人，广州调查 １８０ 人，最终本次调查共计回收城市居民有效问卷 １３１７ 份。 此外，本次调查

在每个调查省份均有一个合作高校，并在他们和当地政府的相互配合下完成，整个调查过程相

对科学和规范。
（二）变量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是是否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①；自变量有：工作竞争、当地经济环境、农民工相

对规模和农民工形象等四个变量。 其中，工作竞争是指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工作竞争的激烈程

度②，数据处理时，笔者剔除了 ６０ 岁以上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离退休人员样本，因而，最终进

入分析的样本量是 １１９７ 个；当地经济环境是指当地的经济运行状况，用人均 ＧＤＰ 作为测量指

标③；外群体相对规模是指外来移民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比④；农民工形象是指城市居民感知到

的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 在这里，着重介绍下农民工形象的变量设置。

８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８ 卷

①

②

③
④

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是：“您是否赞成本市向农民工开放落户？”选项包括“无条件放开” “有条件放开” 和“不放开” 。
在操作化时，笔者将“无条件放开”赋值为“ １” ，表示完全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将“有条件放开”和“不放开”赋值为“０” ，表示

不完全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
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是：“目前，您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存在和农民工竞争岗位或工资待遇的情况？” 选项包括“完全没

有” “基本没有” “一般” “比较激烈”和“非常激烈” 。 在操作化时，笔者将五个选项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赋值越高表示工

作竞争的程度越激烈。
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自各城市 ２０１４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在计算该测量指标时，由于每个城市的农民工总量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本文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城

市的外来人口作为农民工总量，虽然存在一定的偏误，但是农民工占了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相对可靠的数据。



课题组在设计调查问卷时，通过网络抓取了 ２８ 个最能反映农民工特征的形容词，然后以随

机排列的方式呈现于问卷中，最大限度地排除了问卷设置对被访者选择造成的干扰。 在调查实

施过程中，调查对象只需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从这 ２８ 个形容词①中选出自己认为最符合农民工

特征的 ５ 个词汇。
在数据处理时，根据调查对象填答情况将上述 ２８ 个词汇处理为 ０－１ 分类变量，１ 表示“选

择” ，０ 表示“未选” ，再采用潜类别模型②对其进行聚类。 潜类别模型结果给出了 ２８ 个词汇被调

查对象选择的实际概率和类别以及预测概率和类别③。
表 １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
全样本 珠 ／ 长三角 中小城市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０ ＝女）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８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１ ０．４９４ ０．５００

年龄分组（ ０ ＝ ３０ 岁以下）

　 ３０ ～ ５０ 岁 ０．５６１ ０．４９７ ０．５０７ ０．５００ ０．５９９ ０．４９０

　 ５０ 岁及以上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８ ０．３１４ ０．４６５ ０．１６１ ０．３６８

婚姻（０ ＝未婚）

　 离异 ／ 丧偶 ０．８１４ ０．３９０ ０．８２９ ０．３７７ ０．８０３ ０．３９８

　 已婚 ０．０４５９ ０．２０９ ０．０４３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４７６ ０．２１３

教育程度（ ０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６２７ ０．２４２ ０．０８９５ ０．２８６ ０．０４３２ ０．２０４

　 初中 ０．１９７ ０．３９８ ０．２３７ ０．４２５ ０．１６９ ０．３７５

　 高中 ０．３０３ ０．４６０ ０．２７２ ０．４４６ ０．３２６ ０．４６９

社会阶层（ ０ ＝中上层）

　 中层 ０．４０１ ０．４９０ ０．４０４ ０．４９１ ０．３９９ ０．４９０

　 中下层 ０．３６７ ０．４８２ ０．３８０ ０．４８６ ０．３５７ ０．４８０

　 下层 ０．２０９ ０．４０７ ０．１８５ ０．３８９ ０．２２６ ０．４１９

城市类型（ ０ ＝珠 ／ 长三角） ０．５８０ ０．４９４

人均 ＧＤＰ（万元 ／ 人） ４．４２２ １．８７１ ６．００２ １．３７４ ３．２７７ １．２４４

农民工的相对规模（％） １８．７５ １０．９５ ３０．６７ ３．２０４ １０．１１ ４．６３９

工作竞争 １．６９９ ０．９１７ １．８０３ ０．９０３ １．６２４ ０．９２０

农民工形象 １．９８５ ２．５６２ １．３０６ ２．８３０ ２．４７７ ２．２２４

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 ０ ＝否） ０．２７２ ０．４４５ ０．１６７ ０．３７３ ０．３４７ ０．４７６

样本量 １１９７ ５０３ ６９４

　 　 注：类别变量均值可看作百分比。

对于每一个调查对象，如果选择了正面词汇来形容农民工的特征，则记为“正 １”分，如果选

择了负面词汇来形容农民工的特征，则记为“负 １”分。 由于每位调查对象最多只能选择 ５ 个词

汇，这样，如果某一调查对象选择了 ５ 个正面词汇来形容农民工的特征，则他对农民工的印象就

是正 ５ 分；相反地，如果某一调查对象选择了 ５ 个负面词汇来形容农民工的特征，则他对农民工

的印象就是负 ５ 分。 因此，每位城市居民选择的农民工特征词汇的总得分介于“负 ５ 至正 ５”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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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 ２８ 个形容词为：１． 小偷小摸；２． 干脏活累活；３．不讲卫生；４． 目光短浅；５．不遵守公共秩序；６． 顾家；７． 有尊严；８．
加班加点；９． 随地吐痰；１０． 粗鲁；１１． 逆来顺受；１２． 服从管理；１３． 朴实；１４． 被排斥；１５． 低人一等；１６． 爱打拼；１７． 生活节

俭；１８． 吃苦耐劳；１９． 诚恳；２０． 拉帮结派；２１． 卖淫嫖娼；２２． 团结抗争；２３．屌丝；２４． 认命；２５． 有上进心；２６． 打架斗殴；２７． 吊
儿郎当；２８． 斤斤计较。

潜类别模型是研究分类变量背后的潜在类别的模型化分析技术，具体方法见《潜在类别模型的原理与技术》 （邱皓

政，２００８） 。
结果因受篇幅限制而未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进行回归分析时，笔者还对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社会阶层以及城市类型等可能会影

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态度的变量进行了控制。 表 １ 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珠 ／长三角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农民工相对规模和工作竞争状况均要高于中小

城市；但是农民工形象得分和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的比例中小城市却要高于珠 ／长三角地区，这
说明在中小城市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面刻板印象更少，也相对更容易接纳农民工在当地

落户。
（三）分析策略

由于因变量“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是一个二分变量，在进行假设检验时，笔者先采用

嵌套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探讨工作竞争、经济环境、农民工相对规模和农民工形象如何影响城市居民

对待农民工落户政策的态度，再在全变量模型中确定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落户政策态度的决定

因素。
在此基础上，笔者注意到中国的城市户籍向农民工开放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 目前，鼓

励农民工落户的政策还仅限中小城市，而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则多

采取积分入户的政策。 根据笔者的梳理，在本次调查的 ７ 省 １３ 市中，位于长三角的常州、武进、
金华、义乌和位于珠三角的广州均实行的是积分入户政策。 因而，本文将城市类型划分为珠 ／长
三角和其他中小城市两类，以期比较在珠 ／长三角和中小城市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落户政

策态度的决定因素有何不同。
但是这样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因为将“农民工形象”作为刻板印象的代理变量可能并没有

准确地度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有的刻板印象。 一方面这 ２８ 个形容词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居

民对农民工持有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正是前一方面的问题导致城市居民只能在有限的词汇之

中进行选择，可能存在测量误差。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借助工具变量法使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调

整估计偏误，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四、实证结果

（一）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

表 ２ 报告了工作竞争、经济环境、农民工相对规模和农民工形象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

落户政策态度的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１ 是只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 ２ 至模型 ５ 分别是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四个自变量的模型，模型 ６ 是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和自变量的全模型。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四个自变量各自与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态度的关系，排除

模型 ６ 中同时纳入所有变量时可能存在的某个或某些自变量作用未凸显的情况，确定城市居民

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决定因素。
模型 ２ 显示，农民工形象会显著影响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形

象得分越高，越可能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 在没有纳入农民工形象变量之前，模型 １ 的伪决定

系数是 ０．０７３，而纳入农民工形象变量后模型 ２ 的伪决定系数变为 ０．０７８，说明纳入农民工形象

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模型 ３ 和模型 ５ 分别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纳入了工作竞争和农民工相对规

模变量，结果发现两个变量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没有显著影响，对模型解释力的提

升也较低；而在模型 ４ 中加入的人均 ＧＤＰ 变量也会显著影响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政

策，但其影响是负向的，人均 ＧＤＰ 越高的城市，越可能反对农民工落户政策。 与模型 １ 相比，加
入人均 ＧＤＰ 变量以后，模型的伪决定系数变为 ０． ０７５，这表明人均 ＧＤＰ 也提高了模型的解释

力。 由此可见，四个关键自变量中，只有农民工形象和人均 ＧＤＰ 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落

户有显著的影响。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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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性别（ ０ ＝女）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１∗∗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９∗∗

（０．０８２） （ ０．０８２） （ ０．０８２） （ ０．０８２） （ ０．０８２） （ ０．０８３）
年龄分组（ ０ ＝ ３０ 岁以下）
　 ３０ ～ ５０ 岁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６∗∗ ０．２７４∗∗ ０．２６４∗ ０．２６９∗∗ ０．２７６∗∗

（０．１３７） （ ０．１３７） （ ０．１３７） （ ０．１３８） （ ０．１３７） （ ０．１３９）
　 ５０ 岁及以上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４１ ０．２５３

（ ０．１６２） （ ０．１６２） （ ０．１６２） （ ０．１６３） （ ０．１６２） （ ０．１６３）
婚姻（ ０ ＝未婚）
　 离异 ／ 丧偶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３

（ ０．１５４） （ ０．１５５） （ ０．１５４） （ ０．１５５） （ ０．１５５） （ ０．１５６）
　 已婚 －０．４８１∗ －０．４６７∗ －０．４７５∗ －０．４８１∗ －０．４８３∗ －０．４６４∗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４） （ ０．２６３） （ ０．２６３） （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６）
教育程度（ ０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０．６５６∗∗∗ ０．６４９∗∗∗ ０．６８５∗∗∗ ０．６２２∗∗∗ ０．６６８∗∗∗ ０．６４２∗∗∗

（０．１７８） （ ０．１７８） （ ０．１８０） （ ０．１７８） （ ０．１７９） （ ０．１８２）
　 初中 ０．４５７∗∗∗ ０．４３８∗∗∗ ０．４７９∗∗∗ ０．４４７∗∗∗ ０．４６３∗∗∗ ０．４４８∗∗∗

（０．１１９） （ ０．１１９） （ ０．１２０） （ ０．１１９） （ ０．１１９） （ ０．１２１）
　 高中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２

（ ０．１０５） （ ０．１０５） （ ０．１０５） （ ０．１０５） （ ０．１０６） （ ０．１０７）
社会阶层（ ０ ＝中上层）
　 中层 －０．１５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２６

（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４） （ ０．２６４） （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６）
　 中下层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

（ ０．２６１） （ ０．２６４） （ ０．２６３） （ ０．２６１） （ ０．２６１） （ ０．２６５）
　 下层 －０．１７４ －０．１６８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６ －０．１３４

（ ０．２６８） （ ０．２７０） （ ０．２７０） （ ０．２６８） （ ０．２６７） （ ０．２７２）
城市类型（ ０ ＝珠 ／ 长三角） ０．６５８∗∗∗ ０．６１２∗∗∗ ０．６５２∗∗∗ ０．５０８∗∗∗ ０．８０６∗∗∗ ０．４８４∗

（０．０８７） （ ０．０８９） （ ０．０８７） （ ０．１２６） （ ０．２２１） （ ０．２６１）
农民工形象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６∗∗

（ ０．０１７） （ ０．０１７）
工作竞争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２

（ ０．０４６） （ ０．０４６）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 ０．０３２） （ ０．０３３）
农民工的相对规模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 ０．０１０） （ ０．０１０）
常数项 －１．４０８∗∗∗ －１．４９３∗∗∗ －１．３６６∗∗∗ －１．０９１∗∗ －１．６３９∗∗∗ －１．１８２∗∗

（０．２８３） （ ０．２８８） （ ０．２８７） （ ０．３３５） （ ０．４２６） （ ０．５０４）
Ｎ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确定这种关系，在模型 ６ 中笔者纳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和自变量。 结果同样发现工作竞

争和农民工相对规模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没有显著影响；而农民工形象得分和

人均 ＧＤＰ 对其是否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两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模型 ２
和模型 ４ 几乎没有变化。 因而，可以排除模型存在自变量作用未凸显出来的问题。 所以农民工

形象和人均 ＧＤＰ 是影响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的两个决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人均 ＧＤＰ 的

影响恰恰与国外相关研究发现相反，与研究假设相反，但是笔者认为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因为

中国社会存在强烈的地方主义情感，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可能不愿意与农民工分享经济发

展的利益，越不愿意支持农民工在当地落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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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决定因素的地区比较

在表 ３ 中笔者将工作竞争和农民工相对规模两个变量剔除，建立只包含控制变量和农民工

形象、人均 ＧＤＰ 的模型 ７。 结果模型 ７ 和模型 ６ 相比，无论是伪决定系数还是各变量的回归系

数均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这说明剔除工作竞争和农民工相对规模两个变量是合理的。 由于

珠 ／长三角地区农民工落户仍然实行的是积分入户制度，笔者还根据珠 ／长三角和中小城市分样

本分别建立了模型 ８ 和模型 ９，以比较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表 ３　 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决定因素的地区比较：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变量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全样本 珠 ／ 长三角 中小城市

性别（０ ＝女） ０．２１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９∗∗

（ ０．０８２） （ ０．１４８） （ ０．１０２）

年龄分组（０ ＝ ３０ 岁以下）

　 ３０ ～ ５０ 岁 ０．２７２∗∗ ０．８６６∗∗ ０．１６４

（ ０．１３９） （ ０．２９８） （ ０．１６６）

　 ５０ 岁及以上 ０．２４８ ０．７０２∗∗ ０．２５３

（ ０．１６３） （ ０．３２５） （ ０．２０５）

婚姻（０ ＝未婚）

　 离异 ／ 丧偶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８

（ ０．１５６） （ ０．３２０） （ ０．１９１）

　 已婚 －０．４６７∗ －０．２４３ －０．５９５∗

（ ０．２６５） （ ０．４７５） （ ０．３２４）

教育程度（０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０．６１４∗∗∗ ０．２１０ ０．７２２∗∗

（ ０．１７８） （ ０．２７８） （ ０．２５５）

　 初中 ０．４２７∗∗∗ ０．２２３ ０．３５７∗∗

（ ０．１１９） （ ０．１９７） （ ０．１５０）

　 高中 ０．１１５ －０．２６５ ０．１６３

（ ０．１０６） （ ０．２１１） （ ０．１２５）

社会阶层（０ ＝中上层）

　 中层 －０．１４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２

（ ０．２６５） （ ０．３７１） （ ０．３７２）

　 中下层 ０．０１１ －０．１１７ ０．２６８

（ ０．２６４） （ ０．３７５） （ ０．３７１）

　 下层 －０．１５５ －０．４４８ ０．１６０

（ ０．２７０） （ ０．３９５） （ ０．３７８）

城市类型（０ ＝珠 ／ 长三角） ０．４６０∗∗∗

（ ０．１２７）

农民工形象 ０．０４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２６） （ ０．０２３）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５９∗ －０．２１４∗∗∗ ０．０７１∗

（ ０．０３２） （ ０．０５１） （ ０．０４１）

常数项 －１．１７３∗∗∗ －０．６０８ －１．０８６∗∗

（ ０．３３８） （ ０．５４４） （ ０．４０５）

Ｎ １１９７ ５０３ ６９４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３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其一，农民工形象的影响。 表 ３ 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民工形象对城市居民支持农

民工落户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形象得分越高，越可能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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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民工形象的影响在全样本和珠 ／长三角地区样本中都非常显著（ ｐ＜０．００１） ，但在中小城

市样本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从回归系数来看，模型 ８ 中农民工形象的回归系数不仅远远高

于模型 ９，而且还几乎变为了模型 ７ 的两倍。 这些结果表明，刻板印象可能不会影响中小城市居

民对待农民工落户政策的态度，但它却会显著影响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落户政

策的态度。 在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越正面，越可能支持农民工落户政

策，因而，改变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面刻板印象将会显著提高城市居民支持农

民工落户政策的可能性。
其二，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 根据模型 ７ 的回归结果，总体上人均 ＧＤＰ 对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

落户政策的影响具有负向作用，在人均 ＧＤＰ 越高的城市，城市居民越可能反对农民工落户政

策。 但是从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人均 ＧＤＰ 只是对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落户

政策的态度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而在中小城市地区，人均 ＧＤＰ 的作用变为了正向，人均 ＧＤＰ
越高，城市居民越可能支持农民工落户政策。 这些结果表明，经济环境对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

落户政策的影响可能是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在人均 ＧＤＰ 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建设

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居民会更倾向支持农民工在当地落户，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在

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如果让过多的外来农民工分享经济

发展的成果，将会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城市居民会受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影响反对外来

农民工在当地落户。
因此，刻板印象和经济环境对农民工落户政策公共态度的影响是存在地区差异的。 在珠 ／

长三角地区，刻板印象和经济环境的影响都更为显著，且作用程度更大；而在中小城市，刻板印

象的影响变得不突出，经济环境的影响由负面作用变为正向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前文提到使用农民工形象测量刻板印象可能存在测量误差，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调整估

计偏误。 由于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与内生解释变量（ “农民工形象” ）相关，而与扰动项无

关两个条件，经筛选，最终选取“父亲的务农经历” “农民工亲戚数量” “农民工朋友数量”等 ３ 个

变量作为“农民工形象”的工具变量组。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户籍身份是可以改变的，父亲、
亲戚和朋友是农民的被调查者更可能出生于农民家庭，由己推人，可能也更为赞同农民工入户

政策，所以这三个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并非完全通过农民工形象发挥作用，不是十分完美

的工具变量。 此外，笔者还对工具变量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进行了检验。 表 ２ 的结果显

示，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是必要的，并且选取的 ３ 个工具变量也是合适的。 这是因为：
第一，根据瓦尔德内生性检验结果，可以在 ５％的水平上认为农民工形象为内生变量，需要使用

工具变量调整估计偏误；第二，模型 １０ 和模型 １１ 的第一阶段 Ｆ 值均大于经验值 １０，可以拒绝

“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虽然模型 １２ 的第一阶段 Ｆ 值等于

９．０５，小于经验值 １０，但进一步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它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ＣＲＬ 检验值

等于 ４．６６，ｐ ＝ ０．０３５５） 。
第一，农民工形象的影响。 与表 ３ 中的各模型相比，农民工形象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

工入户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中小城市样本中也具有了统计显著性，而且其作用程度无论在全样

本，还是在珠 ／长三角地区，抑或是中小城市都变大了。 这是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一

个重要不同之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一结果呢？ 其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本文的工具变量

与遗漏变量和农民工形象变量都高度正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农民工形象的内生性偏误，
从而提高了它的估计值；另外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特定的城市居民对工具变量的反应比较敏

感，从而提高了它的估计结果。 因为城市居民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比如根据地域范围我们

可以将城市居民划分为珠 ／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城市的城市居民，而珠 ／长三角地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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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父亲务农的可能性比中小城市城市居民更小 （前者的占比是 ３４． ４３％，后者的占比是

３６．３８％），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农民工亲戚数量也比中小城市城市居民更小（前者的均值是

３．４９ 个，后者的均值是 ８．９８） ，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农民工朋友数量也比中小城市城市居民

更小（前者的均值是 ５．３２ 个，后者的均值是 １２．４７ 个） 。 可见，对于中小城市居民而言，他们父

亲务农比例更高，农民工亲戚数量和农民工朋友数量也更多，对工具变量的反应自然也就更大，
所以与表 ３ 中的各模型相比，表 ４ 中的中小城市和全样本模型中农民工形象回归系数的增长幅

度要大于珠 ／长三角样本模型。
表 ４　 农民工入户政策公共态度的决定因素：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变量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全样本 珠 ／ 长三角 中小城市

性别（０ ＝女）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８ ０．１９６∗∗

（ ０．０７９６） （ ０．１３５） （ ０．０９８２）
年龄分组（０ ＝ ３０ 岁以下）
　 ３０ ～ ５０ 岁 ０．２７２∗∗ ０．８８３∗∗ ０．０７６１

（ ０．１３３） （ ０．２７８） （ ０．１７０）
　 ５０ 岁及以上 ０．２８７∗ ０．７３９∗∗ ０．２２１

（ ０．１５６） （ ０．３０１） （ ０．２０３）
婚姻（０ ＝未婚）
　 离异 ／ 丧偶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６２２ ０．０２１０

（ ０．１５０） （ ０．２９２） （ ０．１９４）
　 已婚 －０．３２３ －０．３７８ －０．２５７

（ ０．２５５） （ ０．４４７） （ ０．３４７）
教育程度（０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０．４２７∗∗ ０．１２４ ０．５９５∗∗

（ ０．２０４） （ ０．２６２） （ ０．２６４）
　 初中 ０．２４２ ０．０９０９ ０．２２８

（ ０．１４８） （ ０．１９７） （ ０．１６０）
　 高中 ０．０１０６ －０．２７４ ０．０６３２

（ ０．１０６） （ ０．１８７） （ ０．１２６）
社会阶层（０ ＝中上层）
　 中层 －０．０８９８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４０

（ ０．２４７） （ ０．３３５） （ ０．３７６）
　 中下层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８８ ０．３７１

（ ０．２４８） （ ０．３４２） （ ０．３７５）
　 下层 －０．０５４０ －０．４４６ ０．２７２

（ ０．２５５） （ ０．３６１） （ ０．３８２）
城市类型（０ ＝珠 ／ 长三角） ０．１０１

（ ０．１９７）
农民工形象 ０．２７３∗∗∗ ０．２８６∗∗∗ ０．２５２∗∗

（ ０．０７６９） （ ０．０７０６） （ ０．０９２０）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４６９ －０．１２７∗ ０．０２４５

（ ０．０３０１） （ ０．０７２３） （ ０．０４４９）
常数项 －１．３４４∗∗∗ －１．１０４∗∗ －１．５３５∗∗∗

（ ０．３１２） （ ０．５１８） （ ０．４１８）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１．８３ １３．５２ ９．０５

瓦尔德内生性检验
ｃｈｉ２（ １） ＝ ４．４３

ｐ ＝ ０．０３５４

ｃｈｉ２（ １） ＝ ３．４１

ｐ ＝ ０．０４４９

ｃｈｉ２（ １） ＝ ４．４３

ｐ ＝ ０．０３５４

Ｎ １ １９７ ５０３ ６９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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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 同样与表 ３ 中的各模型相比，人均 ＧＤＰ 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

工入户政策的作用程度在表 ４ 中不仅都变小了，而且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只在珠 ／长三角地区的样

本中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是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这意味着经

济环境对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影响只局限于珠 ／长三角地区，而且是负面作用，同
时，还意味着刻板印象是一个更普遍的影响因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全

样本模型和中小城市模型中不显著，但是它的作用方向并未改变，与表 ３ 中各模型一样，从总体

来看，在经济越发达的城市，其居民越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城
市居民会更倾向与支持农民工在当地落户。

第三，边际效应上的差异。 表 ５ 给出了根据表 ３ 和表 ４ 回归结果计算的农民工形象和人均

ＧＤＰ 的边际效应。 对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工形象的边际效应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变大了，而人均 ＧＤＰ 的边际效应在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中却变小了。 这表明常规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可能会因为内生性偏误而低估了农民工形象的作用，而高估了人均 ＧＤＰ 的作用。 根

据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边际效应，无论在全样本，还是珠 ／长三角、中小城市样本中，农民工形象的

边际效应要远远大于人均 ＧＤＰ 的边际效应。 这意味着农民工形象代表的刻板印象和人均 ＧＤＰ
代表的利益风险感在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上的作用程度是不一样的，相比较而

言，城市居民更可能因为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而不是因为利益受损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

策。 同时，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边际效应还表明中小城市居民的确会对工具变量的反应更敏感，在
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小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形象得分每提高一个单位，其支持农民工

入户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８．３％，而在全样本和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可

能性分别会提高 ８．２％和 ６．９％。
表 ５　 刻板印象和利益风险感的边际效应

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模型 １１ 模型 １２

全样本 珠 ／ 长三角 中小城市 全样本 珠 ／ 长三角 中小城市

农民工形象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３∗∗

（ ０．００５１） （ ０．００５５） （ ０．００８１） （ ０．０２２２） （ ０．０２１７） （ ０．０２７０）

人均 ＧＤＰ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 ０．００９７） （ ０．０１０６） （ ０．０１４５） （ ０．００９０） （ ０．０１５６） （ ０．０１５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７ 省 １３ 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在中国的情境中检验了利益风险感、刻板印象与城市

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果发现，利益风险感和刻板印象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但刻板印象是更普遍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具体而言：

第一，利益风险感是影响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的重要因素。 研究发现利益风

险感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其一，感知的利益威胁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现实的利益威胁。
工作竞争、人均 ＧＤＰ 和农民工的相对规模等 ３ 个利益风险感的测量指标只有人均 ＧＤＰ 会对城

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态度起决定作用。 这与西方学者 Ｂｕｒｎｓ ＆ Ｇｉｍｐｅｌ 的研究结论基

本一致，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当地居民在对待限制移民的政策问题上，来自国家或地区经济环境

的影响要大于个体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１９］ 。 其二，经济环境对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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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在珠 ／长三角地区更为突出。 无论是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还是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均显示在人

均 ＧＤＰ 越高的城市，城市居民越可能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这一研究发现是符合社会现实

的，因为在珠 ／长三角地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如果让过多的外来农民工

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将会损害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他们会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观念而反对

外来农民工在当地落户。
第二，刻板印象是影响城市居民是否支持农民工入户政策更普遍的因素。 研究发现刻板印

象的影响也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它的影响在珠 ／长三角地区和中小城市普遍存在。 根据 Ｉ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结果，无论在珠 ／长三角地区，还是在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越

正面，越可能支持农民工入户的政策；其二，它是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态度的决定因

素。 根据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结果，农民工形象对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入户政策的作用程度要远

远大于人均 ＧＤＰ 的作用程度，这意味城市居民更可能会因为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而不

是因为利益受损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 这些结果表明，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负面刻板印

象，树立农民工积极正面的形象将会极大地提高城市居民支持农民工入户的态度。
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中，符号冲突视角的理论解释力要远远大于资源

竞争的视角，这是与 Ｂｕｒｎｓ ＆ Ｇｉｍｐｅｌ 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那么，刻板印象对城市居民是否支持

农民工入户政策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呢？ 就现实意义而言，研究表明城市居

民固然会因为与农民工之间的资源竞争而排斥农民工群体，反对农民工入户的社会政策，但是

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也不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城市居民虽然会因为利益受损而

排斥农民工，反对农民工入户的政策，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在珠 ／长三角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较为

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市居民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农民工在

当地落户；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群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农民工群体形成了负

面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负面刻

板印象，那么两者的社会融合程度就会得到显著的改善。 就理论价值而言，本研究极大地挑战

了群际接触理论在解释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时预设的理论假说，即城市居民与农民工

的群体位置是平等的，但本研究发现这一理论预设是不成立的，对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农
民工都是一个外群体，所以会对他们持负面刻板印象，进而对农民工群体产生排斥，甚至反对农

民工入户的政策。 因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增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提供了一个新

的途径，对于理解中国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的群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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